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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协同政策促进“弱者受益”是协同能够维系的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

来，其实际效果一直备受质疑，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该政策只惠及了北京和天津，并未有效带

动河北这一“弱者”的发展。针对这种质疑，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

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该政策对河北省经济

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

冀协同发展政策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带动作用，但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

空气质量改善，呈现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趋势；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的

政策效应会因其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而差异化，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扩散规律；

③ 邻京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邻津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环京

津地级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明显优于河北南部地级市。未来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

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科学推进城市群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同时夯实河北经济发

展的基础条件，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空间公平与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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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活动在空间维度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均衡性[1]，这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定程度的区域发展差异有利于专业化和分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然而，一旦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就会引发各种消极后果[2]，包括政治极端主义和社会动
荡[3]、经济不可持续发展[4]、落后地区人口流失[5]等问题。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威
胁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扶持弱势地区、缩小区域差距就成为世界各国
提升发展质量的共识。现阶段以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圈为主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逐
渐形成，城市群不仅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的空间载体[6]，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引擎。京津冀城市群是中
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因国家首都坐落于其中而备受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
战略，也承载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战略使命。2014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强调要打破“一亩三分地”
的定势思维，着力促进三地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正式出台，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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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相对均衡协调的格局，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极化
特征非常明显，呈现出以北京—天津为双核心的经济集聚态势，整个城市群由北京和天
津两个中心城市主导，城市群的内部差异较大[7]，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效果也一直备受争
议，一些消极的观点认为河北不仅没有从协同中获益，反而需要付出额外成本来配合京
津，环京津贫困带的存在就是京津冀三地发展不平衡的直观表现[8]。这种断崖式发展差距
使得河北省这一“弱者”的发展受到关注，由此引发出一个关键问题：作为“弱者”的
河北省在区域协同中能否受益？无论是从国际发展经验还是从各类发展理论所坚持的原
则来看，“弱者受益”都是判断区域协同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实际上“弱者受益”
导向的区域协同属于更高发展阶段的要求，对于一个期望达到协同发展状态的区域而言，
加快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比保持区域内发达地区的发展难度更大，意义也更为深远。

古典功利主义一直是区域协同政策的支配性哲学[9]，它重视社会整体福祉和效率，强
调区域协同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功利主义协同观只关注如何实现区域
总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关注总收益在各协同主体间分配的均衡性和公平性。罗尔斯抨
击功利主义忽视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异，尤其是对“最少受惠者”群体的忽
视[10]；在Amartya看来，功利主义倾向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分配给能力更强且境况更好的
人[11]，这种效率至上的公共政策会为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总福利而侵害部分群体尤其是
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最终以牺牲落后地区为代价实现发达地区的繁荣。为突破功利主
义的局限，“帕累托改进”的区域协同政策导向便产生了。“帕累托改进”式区域协同是
对功利主义协同观的完善与超越，主张在不损害每个协同主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利
益的增量发展，然而，就本质而言，“帕累托改进”式协同是一种数字累加型增长模式，
会造成一种“弱者原地踏步，强者不断大踏步前进”的假象公平，即使所有协同主体的
利益都没有受损，但在某一主体利益得到快速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原地踏步”的
那部分主体来说，也是一种差距逐渐拉大的“非公平协同”，当这种收益的相对差距越来
越大，就会引致弱势群体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形成事实上的马太效应。“弱者受益”协
同哲学则弥补了帕累托改进式协同的缺陷，将视线进一步聚焦到弱势群体，是一种具有

“善治”属性的改进版帕累托协同，精准扶贫政策就是基于这种政策哲学提出的。就“善
治”属性而言，仅使得区域内的强者获益只是一种粗放型的协同模式，并不属于高质量
发展，而让最落后、最难以发展的弱势地区受益，才是高质量协同的典型特征。

本文拟从“弱者受益”原则出发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河北省产生的政策效应，
包括几个关键问题：①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环境改善3个方面
能否产生“弱者受益”效应？② 若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整体发展有促动作用，
这种作用是否具有空间异质性？能否惠及到所有地级市？是否存在“中心—外围”效应
抑或其他效应？③ 这种协同发展政策究竟是传统粗放发展模式的延续，还是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模式的涌现？

2   文献回顾

2.1  区域协同政策的“弱者受益”效应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区域协同政策的“弱者受益”导向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应该从公平正
义的伦理视角考察区域协同的正当性，而非仅从经济的功利视角考察其效率与效益[12]。
由于地区发展过程存在较强的累积循环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当经济活动偏离初始的均
衡状态后，单靠市场调节不仅难以达到均衡状态，甚至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差距，因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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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区域政策实现协调发展非常有必要[13-14]。区域协同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促进
地区间协同合作来实现欠发达地区发展[15]，包括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发达地区更
好发展和优化资源空间配置[16]，也包括区域整体进步、人民生活状况普遍改善和区域间
差距逐渐缩小[17]，最终目的是改善国家或区域内经济社会活动的地理分布状态，从而解
决区域结构失衡、区域布局不合理与区域发展机会不均等等重大问题[18]。

虽然区域协同政策应该实现“弱者受益”这一原则得到普遍认同，但在此视角下进
行政策效应实证评估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大多数评估研究都是在功利主义协同导向和帕
累托改进协同导向下做出的：① 功利主义协同导向以区域政策能否增进区域整体收益为
评估标准，没有细致区分政策整体收益在协同主体间的分配均衡性和公平性，如Fiaschi

等、Berkowitz等对欧盟凝聚力政策在不同年代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但都只关注了该
政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19-20]；Han通过对中国14个城市群进行评估发现，区域一
体化政策能显著促进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21]；王金营等评估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政
策对于城市群整体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22]；安树伟等评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于三
地环境改善和交通一体化产生的积极效应[23]。② “帕累托改进”导向的评估研究则将关
注点从整体收益聚焦到了个体收益，这种导向虽然较功利主义协同有明显改进，但尚未
关注到弱者在区域协同中的受益情况，如刘乃全等评估了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对于原位城
市和新进城市的影响[24]；丁焕峰等评估了珠三角城市群扩容政策对新进城市产生的政策
效应[25]；Turganbayev等评估了21世纪初哈萨克斯坦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对于各个州的经
济效应，发现该政策并未形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预期效果[26]。此外，Ren等、郭艺等既
评估了区域政策的整体收益，也关注了区域政策对于不同主体的异质性政策效应，兼具
功利主义协同视角和帕累托改进协同视角[27-28]。总体来说，学者们对于弱者在区域政策中
的受益情况仍缺乏足够的关注。
2.2  京津冀城市群相关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京津冀城市群内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探索主要集中于3方面：① 关于城
市间发展差距的测度研究。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29]，京津
的城市发展质量远高于河北省11个地级市，高位城市发育突出，低位城市发育不足，呈
现出明显的“双核心”态势[30]。与长三角和粤港澳相比，京津冀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的
空间分异现象极其严峻[31]。② 关于城市间联系的测度研究。学者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
内核心城市的引力作用明显不强，作用力最大的仍然是核心城市附近的城市，对其他城
市的引力作用普遍较弱[32]；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
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主要围绕京津展开，河北省各城市与京津的联系强度远远高于与其他
地级市的联系强度，这与长三角地区“中心明确—外围强大”的特征明显不同[33]。③ 关
于核心城市影响外围城市的评估研究。在城市间发展差距和联系得到验证后，一批学者
深入探究了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影响，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都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内
核心城市对于边缘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明显[34]，且北京对周边小城市产生了极化作用，
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35]，证实了新经济地理
中的“集聚阴影”[36]。

从既有研究来看，当前关于区域协同政策效应评估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成果较为丰富，
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尚有改进余地：① 总体而言，虽然国内外学界已经认识到了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重要性，也对各地的区域协同政策实施效果展开了评估，但多数研
究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对协同政策进行定量评估，主要是从“区域发展总量扩大”的
视角出发评判这类政策对区域发展是否具备“总效应”，但“总效应”式的评估往往会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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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群体中部分成员未获得发展的现实，使得那些“弱势群体”成员“被发展”。在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政策进行定量评估的研究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聚焦于河北省受益程度的
研究极为匮乏。②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是通过大量实证检验得到确认的严峻问
题，这些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有着明显的“中心—外围”效应，北京周边的地区甚至承
受了消极的外溢效应。亟待廓清的问题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这种现象是
否有所改观？然而，现有研究仅侧重于对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的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发展差
距进行测度，是时空分异的研究，并未考察政策干预对弱势地区产生的效应，缺乏对政
策因果效应的精准评估。实际上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初衷就是要解决在市场无形之手调
节的“丛林规则”之下，区域内弱势群体所处的发展窘境，以公共政策的“有形之手”
来矫正“无形之手”对区域均衡发展造成的伤害，以政策的“公共之善”来矫正市场的

“自私之恶”。在这种情况下，契合区域协同政策初衷的科学评估模式便是超越总量思维，
以“弱者受益”原则来考察区域协同政策的效果，本文拟践行这种评估模式。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① 在评估原则上，超越“总量”思维，以“弱者受益”原
则来考察区域协同政策的效果，矫正了当前学界只关注区域协同政策整体收益的缺陷，
将视线聚焦于弱者，重点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弱势地区河北省产生的影响。② 在
评估内容和方法上，不局限于区域差距测度层面，而是进一步探索区域协同政策对于城
市群内部差距的作用效果，利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科学评估
协同政策对城市群内弱势地区的影响，并检验其空间效应，解决仅用空间计量模型或指
标评价法探究政策效应时存在的工具固定化、因果推断简单化等问题。③ 在探究“弱者
受益”的空间范围上，不仅关注京津冀协同政策对河北省整体产生的政策效应，还进一
步评估政策效应在空间维度上的异质性，考察河北省地级市与京津之间的地理临界性和
空间邻近性在协同过程中的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计量模型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京津冀协同政策正式实施，故而
本文以2015年为准自然实验节点，将政策前窗口期设定为2010—2014年，政策后窗口期
设定为2016—2020年。实验组为河北省，在剔除受到同样政策干预的北京市和天津市、
以及数据暂未含的港澳台地区后，对照组样本共包括2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为：山西省、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
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
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上海市和重庆市。

以经济增长效应中的人均GDP为例，假设能观测到1+J个省份在T年内的人均GDP，1

代表实验组河北省，J代表对照组的其他省份，只有省份1在T0 （2015年）年受到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影响，其余J个省份未受到政策干预。其中，t ∈[1, T]，T0为政策干预年
份2015年，满足1< T0 < T。定义GDPit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GDP，GDP Y

it表示i省在t年受到政
策干预情况下的人均GDP，GDP N

it表示i省在t年未受到政策干预情况下的人均GDP，那么
政策干预的实验效应则可以表示为：αit = GDP Y

it - GDP N
it。

当i = 1且t ≥ T0时，表示实验组受到了政策干预，此时GDPit = GDP Y
it；在其他情况下，

GDPit = GDP N
it，因此，设定一个虚拟变量Dit，当Dit = 0时，表示i省没有受到政策干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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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 = 1时，表示i省受到了政策干预。由此，就可以设定模型：
GDPit = GDP N

it + Ditαit = GDP N
it + Dit( )GDP Y

it - GDP N
it （1）

当t ≥ T0时，GDP Y
it是可以观测到具体数值的，但此时GDP N

it是无法在现实情境中观测的，
因为这是一种反事实虚拟状态，要想估计出政策干预的实验效应αit，就必须先估计出
GDP N

it，这也是合成控制法的核心任务和目的。设定模型如下：
GDP N

it = δt + θt Zi + λt μi + εit （2）

式中：δt表示对所有省份产生影响的时间固定效应；Zi是不受实验效应影响的、可观测到
的（r×1）维的控制变量；θt是一个（1×r）维的未知参数向量；μi是（F×1）维不可观测

的地区固定效应；λt是一个（1×F）维的无法观测到的公共因子向量，表示影响所有地区
的共同因素；εit是无法观测到的短期冲击。

求解GDP N
it，需要对对照组省份进行加权来模拟实验组的特征，构造一个反事实的虚

拟实验组，通过引入权重向量，对J个对照组省份进行加权平均的方式来计算最优权重。

权重向量为W = (w1, w2, …, wi-1, …, wm+1)。其中，对于任何WJ ∈ W都有WJ ≥ 0，且∑
J

WJ = 1。

因此可得公式：

∑
j = 2

1 + J

WJGDPit = δt + θt∑
j = 2

1 + J

Wj Zj + λt∑
j = 2

1 + J

Wj μj +∑
j = 2

1 + J

Wjεjt （3）

假设存在一个最优权重w*，使得GDP N
1t -∑

j = 2

1 + J

w*
j GDPjt趋近于0，就可以用∑

j = 2

1 + J

w*
j GDPj代

替无法观测的GDP N
1t，那么就可以得出实验效应的无偏估计量α1t，进而计算政策效应。

3.2  变量测量与指标选取

3.2.1  经济增长效应    人均GDP指标能够较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37-38]，联合
国出台的 《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 [39]和世界银行发布的 《世界银行2020年度报
告》 [40]都将“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表征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代表，因此本文采用人均
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变量。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41-47]，本文选取城市化水
平、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市场活力、政府财政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创新投入作
为人均GDP的预测变量，对应的变量测量方式如表1所示。
3.2.2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在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
整，第一产业在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最初保持增长，然后逐
渐稳定或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48]。“配第—克拉克定理”也表明，随着国家经济
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和资金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
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是一个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反映了产业结

表1   经济增长政策效应变量及预测变量
Tab. 1   Policy effect variables and predictive variables of economic growth

变量类别

政策效应变量

预测变量

变量名称

地区经济增长

城市化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产业结构

市场活跃度

政府财政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创新投入力度

测量方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每万人中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人)

第二产业产值/GDP(%)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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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从低水平状态转向高水平状态的动态演进[49-50]。本文借鉴学者们衡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的普遍做法[51-52]，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Coefficient, ISLC）来衡量各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在预测变量的选取上，经
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市场活力、投资和贸易、技术水平
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和优化的重要因素[53-60]，本文选择这些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各变量的
测量方式如表2所示。

3.2.3  空气质量改善效应    细颗粒物（PM2.5）一直是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
是导致雾霾天气的“元凶”[61]，因此本文拟选取PM2.5浓度作为衡量空气质量改善的政策
效应变量。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的因素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两
类，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地区经济状况、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节能环保投
入、能源消费强度等[62-66]，自然因素包括气温和湿度两个气象条件[67]。参考已有研究，本
文综合使用了这些变量，对应的变量测量方式如表3所示。

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PM2.5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目前该机构已经将地表PM2.5数据更新至2020

年，源数据为栅格数据，本文将栅格数据与中国行政区划矢量数据匹配对应处理，得到
2010—2020中国各省、地级市的年度PM2.5浓度均值数据。天气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

表2   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效应变量及预测变量
Tab. 2   Policy effect variables and predictive variabl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变量类别

政策效应变量

预测变量

变量名称

产业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城市化水平

工业发展水平

市场活跃度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科技创新能力

测量方式

∑
i = 1

3

qi × i = q1 × 1 + q2 × 2 + q3 × 3，qi代表第 i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每平方千米人口数量(人/km2)

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每万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进出口总额/GDP(%)

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量(件)

表3   空气质量改善政策效应变量及预测变量
Tab. 3   Policy effect variables and predictive variables of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变量类别

政策效应变量

预测变量

变量名称

空气质量改善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城市化水平

产业结构

节能环保投入

能源消费强度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相对湿度

测量方式

PM2.5浓度值(μg/m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每平方千米人口数量(人/km2)

年末城镇人口占比(%)

第二产业产值/GDP(%)

节能环保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tce/万元)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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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考虑到有些变量的原始值较大，容易
产生估计误差，本文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取其自然对数值。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发展效应的评估

4.1  反事实河北省的合成

表4为3次合成过程中对照组省份所
占的权重，表5为各个预测变量在3次合
成过程中的真实值、合成值以及均值。
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要小于真实值与
均值的差距，说明通过合成控制法对实
验组进行拟合更加精准。同时，真实值
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均较小，总体呈现
了较好的拟合效果，表明合成控制法能
够很好地拟合2015年以前河北省的经济
增长趋势、产业结构水平以及空气质量
情况，可以进行后续的政策效应估计。

表4   对照组省份所占权重
Tab. 4   Weights of provinces in control group

省份

山西

河南

甘肃

权重(经济)

0.821

0.152

0.027

省份

河南

黑龙江

贵州

吉林

重庆

西藏

福建

广东

权重(产业)

0.436

0.175

0.108

0.077

0.062

0.049

0.047

0.047

省份

江苏

河南

权重(环境)

0.514

0.486

表5   预测变量对比
Tab. 5   Comparison of predictive variables

政策效应变量

经济增长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变量

空气质量改善变量

预测变量

城市化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产业结构

市场活跃度

政府财政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创新投入力度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城市化水平

工业发展水平

市场活跃度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科技创新能力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城市化水平

产业结构

节能环保投入

能源消费强度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相对湿度

真实值

0.468

44.143

0.468

0.412

0.173

17.948

0.010

14.904

8.587

0.468

1.846

0.412

0.894

0.235

2.058

14.904

5.952

0.468

0.468

0.036

0.248

14.180

56.000

合成值

0.495

46.273

0.566

0.399

0.229

11.876

0.011

14.884

7.890

0.471

1.863

0.409

0.803

0.189

3.614

15.476

6.490

0.528

0.511

0.025

0.353

16.018

62.704

均值

0.555

47.765

0.420

0.400

0.298

15.918

0.014

15.413

7.487

0.555

2.235

0.400

0.858

0.242

8.997

15.413

5.190

0.555

0.420

0.030

0.316

14.469

65.903

真实值-合成值

0.027

2.131

0.098

0.013

0.056

6.072

0.001

0.021

0.696

0.003

0.017

0.003

0.092

0.045

1.556

0.572

0.538

0.060

0.043

0.011

0.104

1.838

6.704

真实值-均值

0.087

3.622

0.048

0.011

0.124

2.030

0.004

0.509

1.099

0.087

0.389

0.011

0.036

0.008

6.939

0.509

0.762

0.087

0.048

0.007

0.068

0.289

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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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效应评估

图1~图3为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表6为政策效应的具体数值。图1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2015—2017年间真实河北省的人均GDP高于合成河北省，但2017

年以后真实河北省则低于合成河北省，这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河北省的经济增
长驱动效应仅仅存在于政策实施的前两年，未产生持续的促进效应；2015—2020年间的
平均实验效应为-603.836 （表6），说明在这6年里真实河北省的年人均GDP整体比合成河
北省低603.836元，体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于河北省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图2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2015年后真实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逐
渐上升，且一直高于合成河北省；2015—2020年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使得河北
省整体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提高了0.02个单位（表6），这体现了京津冀协同政策对河北
省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图3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空气质量改善效应，
在2015年之后河北省的PM2.5浓度值一路走低，且真实河北省的值一直低于合成河北省；
2015—2020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使得河北省的PM2.5浓度值下降了2.969 μg/m3

（表6），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确实有助于河北省空气质量的改善，体现了较为
明显的积极政策效应。总的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并未带动河北省的经济增
长，但有效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气质量的改善。
4.3  稳健性检验

4.3.1  排序检验    排序检验的目的是测算对照组样本出现与实验组样本同样结果的概率，
从潜在对照组样本中进行随机抽取，进行合成控制估计，看能否得到与实验组相似的实

图1   河北省经济增长效应的估计结果
Fig. 1   Estimated results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 in Hebei province

图2   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估计结果
Fig. 2   Estimated resul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ffect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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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效应。主要通过预测误差曲线的分布差异来进行判断，曲线越接近最上方或者最下方，
代表稳健性检验结果越好，说明如果随机选择一个控制单元进行估计，要得到与目标分
析单元一致的结果是小概率事件，即可证明政策效应的稳健性。图4a表明河北省的预测
误差曲线在2016年之前高于其他省份，但在2016年之后却与其他省份差距不大，说明在
2016年之前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但总体上稳健性欠佳；图4b中河北省的预测误差曲线远
离其他虚线，体现了较好的稳健性，证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河北省产业
结构升级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图4c中河北省的预测误差曲线在大部分虚线之下，也体
现了较好的稳健性。
4.3.2  双重差分估计    本部分通过更换估计方法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如果采用另一种方
法来评估能得到类同的结果，则可以证明原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使用在政策效果评估中
与合成控制法齐名的双重差分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趋势差异，为避免多重共线性，
需要将政策干预年份的前一期去掉，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5所示，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
年份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均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双重差分法的计量模型如公式（4）所示：
Yit = α0 + β0treati × year + λXit + δi + γt + ε （4）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it是被解释变量，即本文的政策效应变量，分别代表人均
GDP、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以及PM2.5浓度值；treati是政策虚拟变量，实验组河北省取值为
1，对照组省份取值为0；year是年份虚拟变量，2015年以前取值为0，2015年及以后取值

表6   政策干预的实验效应
Tab. 6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policy intervention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平均实验效应

经济增长效应(元)

真实值

35653

38233

40883

43108

46348

48564

-603.836

合成值

34128

34894

41627

45976

49084

50702

实验效应

1525

3339

-744

-2868

-2736

-2138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真实值

2.329

2.350

2.379

2.397

2.412

2.410

0.020

合成值

2.316

2.338

2.357

2.381

2.387

2.377

实验效应

0.012

0.012

0.021

0.016

0.025

0.033

空气质量改善效应(ug/m3)

真实值

57.917

53.552

48.982

42.682

39.734

36.561

-2.969

合成值

59.532

53.210

50.672

47.581

45.646

40.598

实验效应

-1.615

0.342

-1.690

-4.899

-5.912

-4.037

图3   河北省空气质量改善效应的估计结果
Fig. 3   Estimated results of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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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排序检验
Fig. 4   Permutation test

图5   平行趋势检验
Fig. 5   Parallel tren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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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treati与year的交互项系数β0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
化和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的净效应；X是控制变量，即每个政策效应变量相对应的预测变
量；δi为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为干扰项。

表7是基于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模型1~3呈现的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
4~6呈现的是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从表7的统计结果来看，模型1和模型4中的交互项系
数都显著为负，说明该政策的实施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效应，与采用合成控
制法评估的政策效应结果一致。模型2和模型5中的交互项系数都为正，虽然模型5的系数
不显著，但不影响整体结果，检验结果说明该政策的实施确实有利于促进河北省的产业
结构升级，与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的政策效应结果一致。模型3和模型6中的交互项系数
都显著为负，说明该政策的实施使得河北省空气中的PM2.5浓度值下降，优化了空气质量，
与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的政策效应结果一致。总的来看，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进
一步证明了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出的政策效应结果具有稳健性。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效应的空间异质性评估

本文不仅关注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整体产生的政策效应，也试图廓清京津冀
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不同区位的地级市产生的异质性政策效应，进而呈现区域协同
政策发挥“弱者收益”效应的空间规律性。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本文以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为实验组。根据合成控制法的样
本选取原则，对照组的选择要满足未受到与实验组相同的政策冲击和各方面特征与实验
组相似这两个要求[68]；为防止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特征和其他条件差异过大而拟合不
佳，可以选择在地理上邻近实验组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与实验组相似的城市作为
对照组[69-70]，本文以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5个毗邻省份下辖的67个地级市为
对照组。本文按照行政区划边界线，将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分为4类：同时毗邻北京和天
津的地级市（皆邻组），包括廊坊和承德；只毗邻北京的地级市（邻京组），包括张家口
和保定；只毗邻天津的地级市（邻津组），包括唐山和沧州；既不毗邻北京和也不毗邻天
津的地级市（非邻组），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和秦皇岛，具体的城市分类如图
6所示。本文将这4组城市作为4个新的实验组，以其他67个地级市为对照组，进行合成控
制估计。政策效应变量和相应的预测变量延续前文的选取原则与方法。

图7~图9分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于邻京组、邻津组、皆邻组、非邻组在经济增
长、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3个方面产生的政策效应。表8为政策干预年份之后实

表7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政策效应估计结果
Tab. 7   Policy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DID method

β0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模型1
经济

-0.1377***

(-6.62)

No

10.1824***

(546.92)

319

0.948

模型2
产业

0.0189*

(2.69)

No

2.3022***

(368.39)

319

0.820

模型3
环境

-7.7922***

(-9.28)

No

39.5323***

(76.92)

319

0.726

模型4
经济

-0.1646***

(-7.58)

Yes

8.8986***

(22.93)

319

0.973

模型5
产业

0.0037
(0.31)

Yes

3.7015***

(3.97)

319

0.861

模型6
环境

-8.5408***

(-5.88)

Yes

205.2861*

(2.62)

319

0.758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p < 0.05、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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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效应的具体数据。在每一类政策效应评估的4组图中，通过曲线图既可以看出初始值，
也可以看出政策效应的大小。在这种情况下，合成控制法评估的结果类似于一种“进步
奖”，即实验效应越大，代表政策干预效果越明显，但这种实验效应的大小并不必然证明
地区的发展水平，只能说明一种相对变化。图10~图12为排序检验的结果，在3类政策效
应评估结果中，4个实验组的预测误差曲线均高于或低于大部分对照组样本的预测误差曲
线，说明评估结果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图6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及毗邻省份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划分
Fig. 6   The division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adjacent provinces

图7   河北省地级市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
Fig. 7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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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效应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4组分别产生的实验效应呈现出邻津组

（13462元） >皆邻组（10830元） >非邻组（1293元） >邻京组（1057元）的排序（表8）。

邻津组和皆邻组的人均GDP真实值一直高于合成值，但邻京组和非邻组的人均GDP真实

值仅在2018年之前高于合成值（图7），政策干预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仅维持了短暂的3

年。这一数据结果表明邻近天津和同时邻近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地级市可以受到明显的

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远离京津和只邻近北京的河北省地级市则仅受到了很微弱的经济

增长正效应。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于完全邻近首都或者距离首都太远的河北省地

级市的经济增长不能起到明显的驱动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

中整体呈现出西低东高的波浪模式。

在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中，4组分别受到了正负不同的政策干预效应：皆邻组（0.031）

>邻京组（0.021） >非邻组（-0.003） >邻津组（-0.035）（表8）。只有皆邻组（0.031）和

邻京组（0.021）的实验效应为正，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北京周边城

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邻津组和非邻组的实验效应均为负数。其中，非邻组的产业

结构层次系数真实值和合成值曲线变动趋势几乎一致（图8），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

对于远离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邻津组的产业结

构层次系数的真实值明显一直低于合成值，实验效应也最小（-0.035），说明京津冀协同

发展政策未带动邻近天津市的河北省地级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未朝着优化的

方向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空间中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波

浪模式。

在空气质量改善效应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4组地区的PM2.5浓度值均产生了明显

的抑制效应，PM2.5浓度值的真实值均明显且持续地低于合成值（图9），说明该政策的实

施有利于河北省所有地级市空气PM2.5浓度值的降低。4组的实验效应排序分别为邻津组

图8   河北省地级市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异质性
Fig. 8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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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5） >邻京组（6.633） >皆邻组（5.307） >非邻组（4.184）（表8）。邻京组和皆邻组

的空气PM2.5浓度值本身就较低，而邻津组与非邻组的PM2.5浓度值本身就较高，但在201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实施后，邻津组、邻京组和皆邻组3组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都非常

显著，非邻组的空气改善情况却相对较差，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在环境改善方面的政策

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北高南低的波浪模式。

图9   河北省地级市空气质量改善效应的异质性
Fig. 9   Heterogeneity of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表8   异质性政策实验效应及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Tab. 8   Heterogeneity policy treatment effect and DID test results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平均实验效应

DID检验
(未控制)

DID检验
(控制)

经济增长效应(元)

邻京组

1951

3630

5990

-1149

-1963

-2114

1057

0.089**

(3.22)

0.044
(1.78)

邻津组

1024

10357

42929

6207

10634

9619

13462

0.043
(1.56)

0.023**

(1.11)

皆邻组

3385

4963

30856

7039

10463

8274

10830

0.164***

(5.95)

0.157***

(4.64)

非邻组

1736

7968

10223

-1827

-5532

-4813

1293

0.106***

(3.86)

0.001
(0.02)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邻京组

-0.002

-0.039

-0.011

0.035

0.066

0.079

0.021

0.010
(1.83)

0.015**

(2.86)

邻津组

-0.017

-0.051

-0.103

-0.003

-0.017

-0.022

-0.035

-0.034***

(-6.30)

-0.031***

(-5.78)

皆邻组

-0.006

-0.003

0.065

0.048

0.040

0.041

0.031

0.042***

(7.61)

0.041***

(6.41)

非邻组

-0.012

-0.035

0.027

0.006

-0.002

0.001

-0.003

0.021***

(3.84)

0.022***

(3.72)

空气质量改善效应(ug/m3)

邻京组

-10.379

-4.633

-5.829

-2.587

-6.799

-9.569

-6.633

-3.916***

(-6.94)

-3.589***

(-6.74)

邻津组

-7.988

-7.344

-6.114

-5.791

-8.868

-5.804

-6.985

-10.142***

(-17.97)

-9.367***

(-13.45)

皆邻组

-6.375

-1.424

-5.517

-3.614

-7.542

-7.368

-5.307

-5.669***

(-10.05)

-3.929***

(-5.60)

非邻组

-6.726

-3.607

-0.949

-4.334

-5.485

-4.000

-4.184

-12.606***

(-22.34)

-11.233***

(-17.77)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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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河北省4组样本的经济效应排序检验
Fig. 10   Permutation test of economic effect of four groups in Hebei province

图11   河北省4组样本的产业效应排序检验
Fig. 11   Permutation test of industrial effect of four group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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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河北省4组样本的环境效应排序检验

Fig. 12   Permutation test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four groups in Hebei province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
2020年中国省与地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弱者”
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3个方面产生的政策效果，并进一步检验
了该政策对于不同地理区位的河北省地级市产生的差异化政策效应，可得出如下结论：

（1）在整体政策效应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对于河北省的经济增长未产
生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却显著促进了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空气质量改善，
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虽然河北省的GDP指标较之于保持原有惯性发展未获得持
续增长，但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均属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代表性指标，因为这两者既能
够为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更优化、更“朝阳化”的产业基础，又能够为人民群众享
有美好生活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基础，最终实现包括经济在内整个社会的整体进步。

（2）在政策效应异质性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于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行政区
划临界不同的河北省地级市产生的政策效应确实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① 在经济增长方面，邻京城市并未明显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获益，虽然“环首都贫困
带”的现象有所改变，但是北京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仍然不足；而邻津城市获
得了更好的政策发展效应，唐山和沧州基于较好的工业基础和承接条件而在京津冀产业
协同中获得了更多来自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被承接地以“叠加”的方式所吸
纳，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② 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邻京城市的产业升级效应最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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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源于北京周边地区的低层次产业结构恰好适应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产业升级

需求，这种梯度格局使得邻京城市更能依托北京转移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实现自身

转型升级，这是一个类似于“进步奖”的效应。而邻津城市并未获得明显的产业结构优

化效应，天津转移出的第二产业与邻津城市的现有产业产生了同质化的问题，因此承接

地难以通过京津冀产业协同实现升级，反而会滋生同质性总量膨胀的新问题。③ 在环境

改善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于京津周围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效应远优于河北省南

部城市，这是因为距离京津更近的城市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环境绩效考核目标和监管标准。

例如，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区县会通过停工停产污染企业等措施来保证“首都蓝天”的实

现，这种差异化的绩效要求也使得协同政策的环境效应呈现“中心—外围”特征。④ 远
离京津的河北省地级市在经济、产业和环境3方面受到的政策作用均较小，以石家庄为核

心的南部城市处于一种边缘化的自然状态，既未受到过于消极的影响，也未获得明显的

发展效应，这既与政策效应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规律有关，也与京津冀城市群内

发展差距过大的不平衡格局相关，导致协同活动几乎只围绕京津及周围市县展开，河北

省南部城市被边缘化。

6.2  政策建议

本文对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弱者受益”，促进中国式区域协同走向现代化具

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价值：

（1）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政策的效果。虽然河北在京津冀

协同中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如预期，但却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上收获颇丰，这意味

着京津冀区域协同已经走出了“授人以鱼”（简单带动GDP增长）的粗放发展阶段，开始

进入“授人以渔”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为“弱者”河北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条件、环境质量改善条件来让其具有“自我造血”的功能和自我发展的可持

续能力，这是高质量区域协同发展的一种探索和试验，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

亚·森所倡导的“开发式协助”发展的思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未来中国要形成“以高质

量看待发展”的区域协同发展理念，重新认识京津冀协同战略的效能，改变对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刻板印象，充分认识到这是一种代表未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生事物”。

（2）科学引导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产业转移和承接。河北省要对承接的产业进行有

选择性地“过滤”和筛选，应该更多地引进对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要素集聚有积

极促进作用的工业企业，过滤一批与河北省工业企业具有同质性、高耗能、高污染的企

业，控制此类产业的转入，或者通过技术升级和低碳处理等手段，将这类产业对于地区

环境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摆脱地区发展的“低端锁定”困境。

（3）夯实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就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而言，地区的经济

增长动力是内生的，在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不完善的情况下，无法单纯依靠外力拉动。

河北省不可能单纯依靠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必须先不断夯实

发展的基础条件，重视各类基础性要素的建设，这些基础要素既包括逐渐积累的物质要

素，比如交通条件、基础设施、财政支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也包括逐渐形成的政

策软环境，比如创新的社会氛围、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只有优化完善了这些“硬环境”

和“软环境”，才有可能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吸引各类优质要素的聚集，实现河北经济

增长。

（4）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区域发展的空间公平性与功能定位的因地制宜性。未来

需要注重区域政策福利的空间公平，加强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联系，尤其是要加强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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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城市与京津的联系，使得区域协同的政策福利惠及弱势地区中的弱势地区，以将区

域协同的政策福利惠及全域，改善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以及政策作用不平衡的问题。此外，

在协同过程中还需做到因地制宜，按照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虽然那些远

离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南部城市在经济上未获得明显的带动效应，但他们本身的功能定

位也不同于毗邻天津与北京的河北省县市，目前这种不损害农业生产的发展格局，恰恰

也符合他们的功能定位，属于发挥其政策功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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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coordination is that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policies can 

benefit the weak.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its actual effect has been questioned. Some negative views suggest that 

this policy has only benefited Beijing and Tianjin, but has no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ebei. In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

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2015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nd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20, empirically evaluates the policy effec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is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of Hebei.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did not significantly driv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ebei, but promoted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ir quality, showing a trend of high-

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2) The policy effect o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Hebei is 

different due to their distance from Beijing and Tianjin, showing a "center-periphery" diffusion 

pattern with Beijing and Tianjin as the core. (3) The cities close to Beijing have obtained 

obvious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he cities close to Tianjin have obtained 

obvious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Cities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ities in southern Hebei in terms of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view this policy with a new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ientifically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undertaking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bei.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chieve spatial equity and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ion.

Keywords: regional coordination; "benefit the weak";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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